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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住证制度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产物，被认为是现阶段地方政府管理流动人口、引导人

口合理流动的第一选择。从 2009 年湖南省首次采纳居住证制度至今的十多年间，居住证制度已在全

国省级政府间完成扩散，对于各省都采纳居住证制度的原因和该制度在全国大规模运用的特征，采用

2009—2018 年 31 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研究视角，使用事件史分析法(EHA)
对居住证制度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级压力是影响居住证制度采纳

的最重要因素；竞争压力和城镇化率也影响居住证制度的扩散，但存在负相关，与预期相反。对此，

中央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导向，推动下级政府采纳创新；地方政府间需要搭建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拓

宽信息交流渠道，加强居住证制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不断优化居住证制度，充分发挥其在管理流动

人口和保障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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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使居住证制度成为地

方政府管理流动人口的第一选择，居住证制度从

省级政府开始推进，产生一定影响后，由中央政

府予以指导和规范。2009 年 4 月 1 日，湖南省首

先在省级层面制定了居住证制度的规范性文件

《湖南省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规定》，提出实行

居住证制度，并对申领居住证的对象、年龄和期

限做出了明确规定，流动人口可凭借居住证享受

相关公共服务。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对居

住证制度的采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0 年，国务院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

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2011 年,《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再次提出“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居

住证制度开始被地方政府大规模采用。在现行户

籍制度改革备受争议、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

的形势下，流动人口数量的激增对城市管理和基

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形成了极大挑战，居住证制度

的出台顺应了形势。作为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过

渡性制度，居住证制度在规范流动人口管理、保

障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不受侵犯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1]，通过推行居住证制度，流动人口的居

住权和基本公共服务权在国家制度上得到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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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逐步实现了公民权利从户籍地到居住地的转

变，可与城市居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 
目前对居住证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

面。一是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的视角。流动

人口因流动性强而丧失依附于户籍的部分权  
利[2−3]，他们不但自己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需求强

烈，而且还希望子女能够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

务。居住证制度的实施使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的同时，还帮助流动人口对流入地产生

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了流动人口的福利待遇和

公共服务水平[4−5]。二是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

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的视角相比，户籍制度

改革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居

住证制度的演变历程和实施现状。代表性的文献

主要论证了居住证制度对传统“二元制”户籍结

构所产生的冲击，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发展、

弱化了户籍观念、增强了流动人口的居民意识，

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过渡期[6−7]。 
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了居住证制度的生

成、演进过程和社会影响；也有学者从居住证制

度的政策文本出发，对其扩散过程进行了初步探

析[8]。以往的研究在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仍留

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作为我

国政策过程理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已被诸多

学者用来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影响因素。

但从宏观层面揭示城市采纳居住证制度的影响

因素，以及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其在省级政府间

的创新扩散进行检验还鲜有人研究。基于此，本

文在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政策创新

扩散领域的量化方法，提出研究假设，探讨驱动

居住证制度在省级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回顾 
政策创新扩散研究首先起源于西方，后逐渐

发展成为政策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政策创新扩

散一般是指政府对某项政策创新后传播到其他

地方政府的过程[9]。沃克尔认为，一项创新如果

由某个州政府采纳，无论此项创新已经出现了多

长时间，也无论其他州是否已经采纳了该项创

新，只要该州是第一次采纳，就是政策创新，引

起其他州的模仿，就是政策创新扩散[10]。简言之，

政策创新扩散可以概括为地方政府采纳一项政

策是受了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而作为政策过程

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也

备受我国学者的青睐，常被用来分析中国背景下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中，国外已有学者解

释了为什么州政府更愿意采纳一项创新，以及为

什么该项创新会被不同的政府同时采纳[11]。贝瑞

夫妇通过对美国彩票博彩创新扩散的研究，提出

了 整 合 创 新 扩 散 模 型 (Integrated Innovation 
Model)。该模型由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

组成，内部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和障碍

因素，具体涉及政策创新扩散的障碍及克服障碍

可用的资源、公共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资

源、行政级别、区域位置等；外部影响因素具体

涉及上级压力、邻近效应、社会稳定及政策网络

等[12]。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模型

来解释影响政策创新扩散的因素，寻找可能的创

新采纳者和传播的时空规律，了解创新被采纳的

趋势。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模型主要有全国互动模

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和垂直影响

模型等[13]。还有一些学者将内部影响因素作为自

变量处理，将政策扩散机制作为因变量处理；对

于政策创新扩散机制，学者们主要区分了强制、

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等六种机制[14]。

政策创新扩散的模式有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自

下而上的政策采纳和推广扩散、区域和部门之 
间的扩散、政策先进地区向政策跟进地区的扩 
散等[15]。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因其规范的研究模式和

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已成为研究公共政策传播

的首选。学者王勇兵[16]翻译了弗吉尼亚·格雷的

文章《竞争、效仿与政策创新》，将政策创新扩

散理论引入我国；基于我国经验事实的政策创新

扩散研究在城市低保制度[17]、廉租房政策[18]、住

房保障政策[19]等多个公共政策领域都已得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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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检验了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我国公共政策实

施的适用性。研究框架既参考了国外学者对政策

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总人

口、人口密度、城市人口百分比、经济开放程度、

公众客观需求、组织扩散和相关政策等；又发掘

了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的独特影响因素，

如领导人的特质、政策试点、异地任职、官员任

职周期和政治流动、政策绩效的合法性与技术可

行性等。 
简言之，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已

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证明了其

实践的可行性，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在我国的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内部影

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分析居住证

制度在我国省级行政单位创新扩散的特征和原

因。内部影响因素关注了居民的城镇化率、人口

规模、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规模和第

三产业占比率等经济资源型指标，外部影响因素

在纵向上关注了上级压力指标，横向上关注了竞

争压力指标。 
(二) 研究假设 
1. 内部影响因素 

人口流动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新

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在区域经济发

展过程中，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对流动人口的吸引

力更大。因此，推动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对城镇

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居住证制度的提出也显著

提升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的意愿[20]，延长了

人口红利，进一步推进了城镇化建设。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城镇

化率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居住证制度。 
公众对公共政策的需求是地方政府采纳一

项政策意愿的动力[21]。戴维·伊斯顿认为政策是

公众需求的反应，需求与支持、政治系统、输出、

反馈、环境等五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系统模型，为

了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公众会将需求与支持

嵌套于政治系统中[22]。再者，人口规模大的地区

资源更加丰富，组织环境更加复杂，为了治理的

稳定，回馈公众的需求，政府更倾向于采纳政策

创新[2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人

口规模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居住证制度。 
组织创新理论认为人口密度与地区采纳创

新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所需的

程序化决策少、非程序化决策多，采纳创新的可

能性小。而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内部关系复杂多

变，公共资源的调动机制更加完善，当地政府对

管理改革和政策创新的需求更大[9]，也更容易采

纳政策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b：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人

口密度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居住证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

响居住证制度扩散的重要因素。威廉·贝瑞和大

卫·洛维认为，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政府对

政策创新的引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政策

创新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和弹性，丰富的经济资源

是促成州政府采纳政策创新的动力[24]，另外，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更

强,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也更需要以坚实的经济

基础作为支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居住证  
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第三

产业越来越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为流动

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的第三产业发

展越好，流动人口规模也越庞大，出于回应公众

公共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也更倾向于采纳相应

的政策创新来满足公众需求。基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3-b：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第

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

采纳居住证制度。 
格雷认为，经济资源虽然显著影响着当局对

创新采纳的意愿，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地方政

府的财政投入[25]。达曼普尔提出了资源松弛假

设，也认为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采纳创新

的必要因素[26]，财政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更加容

易接纳创新，为创新提供后续发展动力。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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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c：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财

政投入规模越大的省份越倾向于采纳居住证  
制度。 

2. 外部影响因素 
与强调资源禀赋的内部影响因素不同，外部

影响因素主要强调来自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具体包括上级压力和竞争压力。新制度理论的观

点认为，当一项新制度同时被多个地方政府采纳

时，外部影响因素就已经存在。竞争压力主要是

来自同级政府之间相互学习、模仿和竞争。研究

表明，相邻州采纳政策创新数量的占比和州政府

采纳政策创新的概率呈显著正相关[27]，相邻两个

州因经济实力和文化习俗相似，更倾向于借鉴彼

此的成功经验。朱旭峰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的竞

争关系主要发生在同一区域内的同级政府间，当

区域内的某一政府采纳创新时，和其他同级政府

就形成了竞争关系，产生竞争压力[28]。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在与地理位置直接接壤的省份中，

采纳居住证制度的省份越多，产生的竞争压力越

大，越可能采纳居住证制度。 
上级压力主要是指在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

中，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指令、红头文件和会议报

告等方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地方政府采

取创新。研究表明，联邦政府在实施一项公共政

策时，也会通过给各州下达强制性指令，推动政

策创新的上下垂直扩散[29]。在单一制国家，地方

政府统一归中央政府管辖，中央政府通过控制财

政权、人事权的方式强化对地方的制约，中央政

府的官媒发声、政治激励、经济激励都可推动政

策创新的广泛扩散，都可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

应，特别是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红头文件的出

台，成为推动政策创新在地方迅速扩散的关键。

地方政府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择创

新，但也会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下达后，与中

央政府步调一致表达对组织的忠诚。基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在居住证制度扩散的过程中，中央

政府行政指令和红头文件的出台，会增加各省采

纳居住证制度的概率。 
 

三、居住证制度的扩散特征 
 

近些年来，政府的公共政策活动在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国家

之间、地方之间和公共部门之间的政策创新扩散

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政策活动的重要特征，政策创

新扩散逐渐成为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

点[30]。学术界通过对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实践分

析研究，发现可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两方面概括出

相关特征。 
(一) 居住证制度扩散的时间特征 
流动人口居住证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产

物，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工作居住证—人才

居住证—居住证。湖南省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出

台《湖南省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规定》，提出用

居住证代替暂住证，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享

受，在省级政府层面率先采纳居住证制度。 
总体来看，截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居住证

制度在我国省级层面的扩散已经完成，31 个省级

行政区划单位
①
已经全部采纳了居住证制度。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

2.21 亿，流动人口数量的激增，加快了中央政府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速度。2010 年，国务院转发了

发改委的《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实施居住证制度。2011
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

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居住证制度的扩

散迎来了快速增长期，扩散的趋势呈现出较为陡

峭的“S”形特征[31]，如图 1 所示。根据扩散特

征，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2009—2010 年)扩散缓慢期，各省份对居住证

制度的接受程度较低，只有部分省份进行了采

纳，扩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2011—2016 年)扩
散起飞期，各省份深化了对居住证制度的认同，

采纳数量激增，基本完成扩散；第三阶段(2017
—2018 年)扩散饱和期，完成扩散。这也符合政

策创新扩散理论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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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居住证制度创新扩散时间曲线图 

 
(二) 居住证制度扩散的空间特征 
为了方便观察居住证制度空间扩散的分布，

本文将 31 个省份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

分来察看其扩散机理。通过对表 1 的初步观察，

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位于东部地区的浙

江和中部地区的湖南在同一年开始采纳居住证

制度，西部地区则从 2011 年才开始采纳。但在

扩散过程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于 2016 年同

时完成居住证制度的扩散，西部地区则在 2018
年才完成扩散，总体上并不是东部地区先采纳，

然后被中、西部地区引进，这与学界的惯常认知

不符。二是扩散主要集中于 2011—2016 年，这 

一时期对居住证制度的采纳呈现出爆炸性增长，

可能是由于中央对地方施加了压力，在强大的行

政压力下，采纳居住证制度的省份激增。 
 

四、研究设计 
 

(一) 案例选择和样本来源 
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选择居住证制度作为研

究对象。首先从各地新闻媒体报道展开搜索，其

次以滚雪球的方式进入各省级政府官网、公安局

官网搜索关键字：居住证、居住证制度、居住证

暂行条例、居住证管理办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户籍制度改革等，收集规范性文本，以了解相关

信息，找到适用于学术研究的案例材料。鉴于各

地并未以统一的方式颁布居住证制度，且有些地

方政府存在多份实施文件；以及发文日期和实施

日期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本文以各省级政府颁布

居住证制度所规定的正式实施日期为标准，如在

广东省各网站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广东省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于 2010 年就以规范性文件

的方式提出实施居住证制度并正式实行，对居住

证的有效期、变更登记、有关费用及发证机关进

行了详细介绍，因此将 2010 年视为广东省采纳

居住证制度的具体时间点。《云南省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条例》的发布日期是 2012 年 7 月 29 日， 
 

表 1  居住证制度创新扩散空间分布表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9 浙江 湖南  

2010 广东   

2011  江西 西藏、青海、新疆 

2012 山东 河北、黑龙江 广西、贵州、陕西 

2013 上海、辽宁、江苏、 山西、安徽、湖北 云南、宁夏 

2014 天津 河南  

2015  海南 内蒙古 

2016 

2017 
北京、福建 吉林 甘肃、重庆 

2018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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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是 2013 年 1 月 1 日，因此云南省选取

2013 年作为居住制度采纳日期。上海市 2004 年

曾颁布过《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但其性质

实为人才居住证且后来被废除，主要实施的仍是

暂住证而非居住证，全面实施居住证的时间为

2013 年，因此上海市选取 2013 年作为采纳日期。

四川省曾三次颁发实施居住证制度的规范性文

件，但直到 2018 年才正式实行居住证制度，因

此将四川省的采纳时间确定为 2018 年，而非之

前的时间，其余省份也是依理确定采纳时间。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以我国省级政府为基

本统计单位。自 1988 年海南建省，1997 年重庆

设直辖市，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作为《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基本统计单位再未发生变

动，因此，样本数据覆盖了我国 31 个省级政府。

根据事件史分析法对数据分析的要求，本文采取

抽样的方法对 31 个省级政府进行样本数据的收

集，形成 31 个省级政府的生存数据(Survival 
Data)。针对 31 个省级政府的考察期为 2009—
2018 年。2009 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湖南

省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规定》，因而将该年份确

定为我国省级政府采纳“居住证制度”的开始时

间，所以不需要考虑右删失(censor)②的问题，样

本已经在 31 个省级政府间完成扩散，所以不需

要考虑左删失问题，最后进入模型的“省-年”观

测点共计 156 个。 
(二) 变量设计与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Adopt)是一个二分变量，即省

级政府在特定时间采纳居住证制度的概率。鉴于

二分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不能直接进行观测，

所以采用编码的方式设置 0~1 的概率值，若某个

省份 i 在年份 t 采纳了居住证制度，变量编码就

记为 1，在此之前的变量编码则记为 0。 
本文的自变量是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

因素。在内部影响因素中，选取了城镇化率、人

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均 GDP、第三产业在经济

总量中的占比、财政规模六个变量。选择的依据

与思路如下：首先，城镇化率高的城市，人口容

纳量大，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客观上更需要

得到保障。城镇化率变量所采用的分析数据为各

省份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次，人口

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给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供给形成严峻挑战，居住证制度作为管理流动

人口的有效方式，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因我国暂

未在省级层面对流动人口数据进行统计，所以人

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变量所采用的分析数据为各

省份的常住人口数量和每平方千米所承载的人

口数量。最后，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比和财政

规模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重要指标，代

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一般而言，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城市，所占有的资源更加丰富，也拥有

更加雄厚的财力来支持政策创新，财政规模变量

所采用的分析数据为各省份财政收入的一般预

算收入。因此，城镇化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

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比和财政规模六个变量，

可以较好地体现各省份采纳居住证制度的内部

影响因素。考虑到以上变量的数据存在滞后性，

分析数据均使用上一年的数据(t-1)。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选取了竞争压力变量和

上级压力变量。竞争压力变量具体设计为某一

省、区和直辖市地理位置直接接壤的省份采纳居

住证制度的比例。上级压力变量具体设计以中央

政府出台居住证制度规范性文件的时间节点为

准，在中央政府未发布行政指令和规范性文件

前，各省份所采纳居住证制度不会受到上级压力

的影响，变量编码记为 0，之后则记为 1。在本

文中，国务院在 2010 年转发了发改委的《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

出实施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开始呈现大规模

扩散的趋势，因此 2010 年后采纳居住证制度的

省份意味着受到中央政府行政压力的影响。本文

将自变量和因变量纳入统计分析模型，编制出变

量测量表，如表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因变量

的数据来源为自建数据库，外部影响因素的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官网和各省人民政府

官网，内部影响因素的变量数据全部来源于各省

份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公报。 
(三)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History Analysis)来检

验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对各省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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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测量表 

变量名称 定义 数据测量 

因变量 

Adopt 

各省份是否 

采纳居住证制度 
二分变量，采纳的省份编码记为 1，未采纳的编码记为 0 

自变量   

Pressure 上级压力 虚拟变量，中央政府 2010 年颁发规范性文件之后采纳的记为 1，否则记为 0

Near 竞争压力 某一省、区及直辖市之地理位置直接接壤的省份采纳居住证制度的比例 

Urban 城镇化率 前一年各省份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单位：百分比) 

Density 人口密度 前一年各省份每平方千米所分布的人口数量(单位：人) 

Population 人口规模 前一年各省份的常住人口规模(单位：百万) 

GDP 人均 GDP 前一年各省份的人均 GDP(单位：万元) 

Industry_3rd 第三产业占比 前一年各省份第三产业占总 GDP 的比例(单位：百分比) 

Finance 财政规模 前一年各省份财政收入的一般预算收入(单位：亿元) 

 
居住证制度的影响。事件史分析是贝瑞夫妇研究

美国彩票制度在各州扩散传播时所引进的一种

方法，目前已经成为研究政策创新扩散领域的重

要方法。 
事件史分析的目标是解释个体行为在特定

时间点上发生的性质变化，对某个个体在特定时

间内是否经历某个事件的记录。事件史的核心概

念是“风险集(Risk Set)”,指事件在特定时间内发

生在特定个体身上的可能性，即特定个体在有限

时间内面临的风险。在事件史离散时间模型中，

因变量风险率(Hazard Rate)称为概率 Pi,t，由自变

量所决定，风险率作为概率，无法被直接识别，

因此，将因变量作虚拟变量处理，在个体经历“事

件”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二分变量的因变量

通常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测。因此，将前文的

研究假设与离散时间模型相结合，基本模型为： 
 

Logit(Pi,t)=log(Pi,t/1−Pi,t)=α0+α1Urbani,t−1+ 
 

α2Populationi,t−1+α3Densityi,t−1+α4GDPi,t−1+ 
 

α5Industry_3rdi,t−1+α6Financei,t−1+  
α7Neighbori,t+α8Pressurei,t−1+Ui,t  

其中 Pi,t是各省份 i 在年份 t 采纳居住证制度的概

率，α0 是随着时间推移的基本风险率，Pi,t/1−Pi,t

为优势比(odds)，α1 至 α8 是变量的回归系数，除

竞争压力外，其余的数值皆采用滞后一年的数据

t−1，Ui,t指误差项。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报告了我国 31 个省份主要研究变量 156

个观测数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

人均 GDP、财政规模、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变量

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分别为 21 823.29、       
1 130.201、2 616.267 和 659.165 9，其他变量的差

异较小，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离散程度较高，存在

较大的解释空间。 
(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表 4 报告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因人均

GDP、财政规模、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数值过大，

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以上变量取对数纳

入模型，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显示，在外部影响因素中，上级压

力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响无论是在模型 1 还是

纳入整合模型后，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明居

住证制度的扩散与上级压力之间呈现显著相关

性，假设 5 得到支持。可见居住证制度整体呈现

出自上而下的扩散趋势，中央政府的推动在扩散

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作为单

一制国家，在地方实施的某项政策、制度一旦得

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就具备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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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 
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上级 
压力 156 0.435 894 7 0.497 470 9 0 1 

竞争 
压力 156 0.288 012 8 0.285 838 7 0 .88 

人均
GDP 156 37 283.7 21 823.29 9 855 109 603

财政 
规模 156 1 463.839 1 130.201 24.88 5 860.69

人口 
规模 156 4 103.537 2 616.267 292.33 10 130.19

人口 
密度 156 443.875 1 6 59.165 9 2.38 3 754 

第三 
产业 
占比 

156 41.463 46 10.134 28 28.6 79.65 

城镇 
化率 156 51.186 42 14.984 09 21.9 89.3 

 
表 4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外部影响因素    

上级压力 2.82*** 
(0.66)  2.27*** 

(0.83) 

竞争压力 −2.29** 
(1.09)  −3.78***

(1.34) 
内部影响因素    

人均 GDP  1.33 
(1.22) 

1.69 
(1.51) 

财政规模  2.57** 
(1.04) 

2.35* 
(1.24) 

人口规模  −2.21** 
(1.08) 

−1.91 
(1.25) 

人口密度  −0.06 
(0.27) 

−0.10 
(0.29) 

第三产业占比  −0.79 
(1.45) 

0.03 
(0.03) 

城镇化率比  −7.21*** 
(2.66) 

−0.16** 
(0.07) 

_cons −2.25*** 
(0.40) 

16.10 
(15.32) 

−12.60 
(14.54) 

N 156 156 156 

Pseudo R2 0.14 0.12 0.19 

Log lik −66.20 −67.97 −62.23 

Chi 23.15 19.61 31.10 
注：观测点为156个，***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经面板调整的标准误 

为地方政府迅速采纳减少了后顾之忧。竞争压力

在模型 1中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响在 0.05水平

上显著，纳入整合模型后在 0.01 水平上显著，但

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居住证制度的扩散与竞争压

力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假设 4 得到部分支持。

可见相邻省份因地理位置接壤的缘故，政治经济

环境大同小异，彼此之间也愿意相互学习和观察

居住证制度的采纳过程，通过借鉴对方的先进经

验来降低创新成本和提供创新的成功概率。但在

采纳过程中可能因地域限制等因素出现信息壁

垒以及为资源而展开相互竞争的现象，进而产生

隔阂。总的来说，横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经验传

递为居住证制度的顺利扩散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相关的内部影响因素中，城镇化率在模型

2 中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响在 0.01 水平上显

著，纳入整合模型后在 0.05 水平上显著，但回归

系数为负数，表明居住证制度的扩散与城镇化率

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假设 1 得到部分支持。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率高的城市

在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迁入的同时也给当地公

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带来了严峻挑战，导致公共服

务资源和流动人口过剩的矛盾十分突出，大量流

动人口的流入超过当地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所能

承受的最大限度，对居住证制度的需求并不强

烈。人口规模在模型 2 中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

响在 0.05 水平上显著，但纳入整合模型后则在

0.1 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其并不影响居住证制度

的扩散，假设 2-a 未能得到支持。人口密度、人

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比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

响无论在模型 2 还是纳入整合模型中，都在 0.1
水平上不显著，表明这几个变量皆不影响居住证

制度的扩散，因此假设 2-b、3-a、3-b 未能得到

支持。财政规模对居住证制度采纳的影响在模型

2 中在 0.05 水平上显著，但纳入整合模型中则在

0.1 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居住

证制度的扩散与财政规模之间呈现出弱显著负

相关，并未给城市带去严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假

设 3-c 也未能得到支持。上述未能得到支持的变

量，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各省份对人口的需

求并不一致，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本身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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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对人口增加的需求少，人口规模少的省份尽

管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吸引流动人口，但由于经济

落后，不能满足流动人口所需的公共服务而鲜有

人往。其次，各省份在采纳居住证制度的过程中，

一方面没有看到该项创新在流动人口管理上的

作用和优势，对居住证制度并未完全贯彻落实。

另一方面可能是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人口信息的整合，对

流动人口的管理由办证管理转向借助智能流动

人口移动轨迹的管理，削弱了居住证制度在管理

流动人口中的作用。最后，各省份在做决策时存

在“有限理性”的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

份为了弥补经济竞争上的局限，通过采纳创新来

提升政绩和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32]，以提高城市

的影响力。 
 

六、结论 
 

本文采用自 2009—2018 年 31 个省、区、直

辖市的 156 个样本数据进行观察测量，检验了内

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对居住证制度在各

省份扩散兴起的综合影响，发现外部影响因素更

重要，为解释居住证制度在中国省级政府的创新

扩散提供了初步证明，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也为

日后推动相关民生性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一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压力显著影响了居住

证制度在各省份的扩散，说明各省份在采纳居住

证制度时需要多考虑外部影响因素的影响，上级

政府的政策导向直接左右着下级政府的政策意

愿和实际行为。具体而言，居住证制度作为一项

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的民生性工程，由于

支出往往大于收益，因此降低了地方政府出台公

共政策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

政策导向，采用行政指令、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

等多种手段驱使地方政府采纳创新，使居住证制

度得以迅速 扩散。 
二是搭建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信息交流平台，

增强地方政府间的沟通，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同

级政府间，政府官员在采纳一项创新往往会受到

周边地方政府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在做决

策时，需要打破地域之间的限制，强化与邻近地

方政府的沟通意识和政策创新的示范效应，实现

信息实时交流和传播，达成舆论共识，消除地方

隔阂，学习彼此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三是在采纳一项政策创新时，需要与大数

据、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进行

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政策创新扩散过

程中的作用。在以人口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居住证制度的融

合，优化居住证制度的扩散，确保各项基本公共

服务得到落实，更好地发挥该项创新在人口管理

和公共服务上的功能，有序推进流动人口市民

化，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

进行展望。首先，影响居住证制度创新扩散的因

素众多，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不能代表所有的

变量，还需继续加以探索研究，进一步丰富对居

住证制度创新扩散的理解。其次，本文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省级政府层面，受中央政府强制性影响

较为明显，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在市级

层面创新扩散的研究。最后，需要警惕各省份在

中央政府行政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性扩散”[33]，

如一些省份可能将采纳居住证制度视为政绩工

程，用来点缀门面，吸引中央政府的关注，针对

此种现象，接下来的研究将会仔细区分真实性创

新和虚假性创新。 

 
注释： 
 

①   由于数据不便采集，港澳台地区不在数据观测范围内。 
②   政策在截止时间之后仍然继续开展，但不继续追踪观

察，称为右删失，没有进入抽样框架进行观察，称为

左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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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the reform process of our country'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manag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guide the rational flow of the population at this stage. In the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Hunan province first 
adopted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in 2009,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has been spread am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But why do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adopt the same policie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large-scale adoption all over the countr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2009 to 2018, takes the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uses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 method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of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essure from higher authorit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that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urbanization rate also affect the spread of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but there exist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n this regar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adopt policy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on by lower-leve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set up a good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broaden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manag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ensuring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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